
8  2018 Vol.33, No.2

引言

从建立第一个现代化的开发区（SEZs）①起迄今已经超过 50 年时

间，很多国家对这个激励经济转型的政策工具充满了信心。在一些国家，

这种经济模式引人注目，开发区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中起到了催化

作用，如东亚“四小虎”和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用开发区作为平台

来支持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发展。在拉丁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萨

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等国利用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策进入美国市场，并

且在以往依赖农产品的经济体状况下产生了大规模的制造业部门。在

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如埃及、摩洛哥与阿联酋等，开发区在加速

其出口多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

毛里求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开发区成为其经济多样化和工业化的核

心政策工具。

此外，开发区发挥了重要的政治经济作用。在许多国家，它们支持

部分地区接触全球市场，同时在“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上沿用保护性壁

垒。开发区通常作为新政策全面实施前的试点地区。在缺乏政治意愿改

革的背景下，开发区可以作为“第二最佳环境”和“压力阀”来吸收过

剩的劳动力。

尽管在中国有显著的成功经验，开发区还是必然会产生其他结果。

一些国家与开发区有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最终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

更糟糕的是，一些国家的开发区没能够吸引到投资者，成为“昂贵而

无用的东西”，造成财政和政治的双重损失。

更多时候，投资者仅利用了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并没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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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增长和发展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比较了

开发区的不同定义、发展目标以及建设模式，并讨论了不

同国家利用开发区作为政策工具的方式。文章同时回顾了

开发区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的演变历史，并指出现代贸易

和科技的变化将对传统开发区模式的有效性造成巨大冲

击。文章最后提出了开发区目前和即将面临的挑战，包括

开发区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开发区与国内产业链的

融合，开发区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以及开发区与城市

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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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并增加出口收入。在许多地区，传统的出

口加工区项目已成功吸引了投资，并且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

会，但是在工资上涨和贸易优惠政策削弱的压力下无法保持

竞争力。然而更多的时候，失败是无证和微妙的——不能成

长的项目，永远无法证明激励措施转移到了投资者那里，或

只是简单地创造就业机会，但工资水平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

不可持续。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开发区在创造出口和就业

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在成本效益评估方面表现出积极的

一面（Arce-Alpizar et al., 2005; Chen, 1993; Jayanthakumaran, 

2003; Wang, 2013; Warr, 1989）。但开发区只为一些公司授予

了优先权，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开发区只能作为提高整体竞争

力的“次优”解决方案（Hamada, 1974; Madani, 1999; World 

Bank, 1992）。
一般而言，开发区在促进出口增长和产生低技能就业方

面是成功的，尤其是对于女性就业。然而，在增加出口附加

值、促进以开发区为基础的公司之间的联系以及吸引对周边

或经济落后地区的投资方面，都没那么成功。

此外，传统开发区建设的成功部分归功于 1970 年代以

来出现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的空前发展时代，并在 1990 年

代和 21 世纪初加速，这是由制造业的垂直化和空间碎片化

引起的。然而，随着我们进入全球技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种传统的静态工业化模式正日益受到限制。

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应采取更为综合的方法来建设

开发区，并恰当地考虑其作为空间产业政策固有工具的作用。

与此相关，本文也认为应当加强开发区和城市之间的协同效

应。本文的第二部分详述了开发区的定义和替代途径，也探

讨了传统政策制定者对这一政策工具的应用。本文的第三部

分简短回顾了开发区的发展历史并且讨论了当今贸易和技术

的变化可能预示着传统区划模式有效性的终结。最后，本文

在第四部分提出了一种更综合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开发区建

设方案。

1  开发区的定义、目标和形式

开发区是在同一国界内划定的不同商业规则（通常会更

自由）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优势。具体来说，大

多数开发区建立了一个“特殊”制度，赋予投资者四个主要

特权，这些特权通常是相对于国内其他环境而言。

（1）基础设施（包括服务用地、厂房和公用设施）通常

比在国内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和更加可靠；

（2）一种特殊的海关制度，包括有效的海关管理和（通

常）进口货物的免税权利；

（3）改进的管理和行政制度，包括简化公司设立、许可

证和业务程序；

（4）有吸引力的财政制度，包括减免公司税、增值税、

其他税、员工缴纳的如养老金 / 社保的个人支出部分（labor 

contributions），有时还包括培训或其他补贴。

设立开发区是针对贸易、投资并最终成为空间产业政策

工具而设计的。开发区的设立通常都有四个具体的政策目标

（虽然并非绝对）（FIAS, 2008）。首先，最重要的是，设立

开发区的目的是促进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所有的

开发区，不论是传统出口加工区还是中国的大规模开发区，

它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贸易

（通常是出口）。除了这一共同目的外，开发区方案的具体

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更广泛的发展条件下和整个国

家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经济改革。因此，开发区

可用于以下几方面。

 ● 解锁聚集经济：通过在一个地区集中经济基础设施

和公共物资，开发区帮助企业跨越最小阈值并且开始利用

规模经济（Collier & Page, 2009）。这主要是通过利用产业前

后联系（Ottaviano & Puga, 1998）；通过劳动力共享（labor 

pooling）实现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匹配（Combes & Duranton, 

2006）；以及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等共同实现（Rodriguez Pose & 

Crescenzi, 2008）。
 ● 试点新的政策和方法：中国大范围的开发区的经典案

例——在扩展到其他地方之前，在金融、法律、劳动力，甚

至价格改革方面的政策首先引入开发区进行测试。

 ● 支持更广泛的经济改革战略：开发区是一个简单的工

具，允许一个国家发展多样化的出口。开发区是在保护贸易

壁垒的同时减少“反出口倾向”（anti-export bias）的一种方法。

中国台湾、毛里求斯和韩国的出口加工区都遵循这种模式。

 ● 充当“压力阀”来缓解高失业率：当经济改革缺乏政

治意愿时，开发区仍可以作为有效的飞地（enclaves）来吸收

剩余劳动力。突尼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就设有稳健的、能创

造就业的开发区，只不过对开发区之外的影响有限。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开发区需要克服更广泛范围内的经

济投资壁垒，如限制性政策、治理不善、基础设施匮乏以及

土地获取困难等。通过发出空间上集中投资的信号，开发区

可以避免协调失败，并防止私营机构的点位投资。

开发区和更宽泛的空间工业政策采取了多种形式。形

式遵循功能，因此，空间干预的物理形式至少在理论上符合

其政策目标——例如它正试图解决的问题。表 1 总结了这

些空间政策的最常见形式，从（通常天然的）聚集和集群 

到简单的工业园直至大规模的开发区。

图 1 描述了开发区方案中可能需要的一整套配套设

施。从开发区方案最基本的方面入手——土地和增值基础设

施——政策环境对投资者有吸引力，但土地和工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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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入是受限的，标准的工业园区模式通常就足够了。如果

土地可得，基础设施质量好，但营商便利化有问题，那么只

需建设有效的一站式商店而可能不再需要一个开发区。只有

现存的监管约束无法在国家层面上发挥作用（或特殊财政激

励措施对克服重大投资的制约至关重要）时，开发区才可能

成为最有效的工具。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现有产业、科学、

商业组合的园区，授权经济运营计划，保税仓储，债券发行、

临时入境和再出口方案，海关绿色通道，自由贸易协定和关

税同盟，部门财政和 / 或劳动制度的股权割让，以及投资代

理机构的一站式购物也可能比开发区制度本身提供了更有效

的解决方案。

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多重约束导致投资不足，所以更

加全面的开发区模式并有配套设施和特殊的法律及政策制度

会具有吸引力。当一个国家寻求经济转型时，情况尤为如此。

转型背景下，例如当一个国家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型的过

图 1  开发区分层的复杂性 / 影响及与开发区模型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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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开发区的连续 /形式

同类公司的协同

定位

相关和支持产业和

机构的协同定位

明确划定的

空间区域
标准规模 活动 特殊的海关制度

特殊的政府

激励政策

聚集 也许有，但不必要 也许有，但不必要 没有 变化（通常是几平

方公里）

变化 没有 没有

集群 有 有 通常没有 变 化（ 范 围 从

10 hm2到大区域）

变化 通常没有 也许有 , 但不必要

工业园区 也许有，但不必要 通常没有 有 <100 hm2 制造、加工 通常没有（除非

是出口加工区或

开发区）

通常没有 ( 除非是

出口加工区或开发

区 )

( 商业 ) 自由贸易区 也许有，但不必要 也许有，但不必要 有 <50 hm2 与贸易相关的加

工和服务

出口加工区 （EPZ) 也许有，但不必要 通常没有 有 <200 hm2 制造、加工 有 有

大规模的开发区 也许有，但不必要 也许有，但不必要 有 变 化 范 围 从 

<50 hm2 到 >100 km2

多用途的 有 有

单一产业区 / 保税

制度

也许有，但不必要 也许有，但不必要 工厂是一个明确定

义的空间；否则可

能位于工业园区内

仅 1 hm2（1 个 工

厂）

制造、加工 有 有

资料来源：作者详细阐述了 FIAS (2008) 的部分内容

程中，任何市场和政府的失败都可能加重本身已遭受挑战的

协调失灵，因为投资者可能不愿接受在新市场中成为“先行

者”的风险和代价。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开发区模式作为经济

转型和工业化进程催化剂的普遍性和相对有效性。

2  作为工业化手段的开发区演变①

开发区的历史由来已久。起初，通常沿主要贸易航线的

港口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发挥着与开发区同样重要的功能。这

些自由贸易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包括从 13—17 世纪汉

萨同盟中的波罗的海各港口，到英国 19 世纪殖民扩张期位

于亚洲腹地的门户——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港口。

然而，开发区作为制造业投资的工具以及随后发展起来

的“工业地产”，仅仅从 20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1948年“经

济开发署”在波多黎各成立（该国的经济当时依赖于农业种

植），开发署的成立是为了吸引美国制造公司到波多黎各来

运营，然后再把制造成品出口到美国。制造商获得了重要的

税收减免并且受益于低工资和自由贸易环境（波多黎各已经

成为美国海关领土的一部分）。10 年后，爱尔兰的香农自由

贸易区第一次将自由贸易区与工业园区的属性集成为一个贸

易、工业和投资工具，包括：与交通枢纽的协同定位；特殊

的海关制度；投资激励；已建好基础设施的工业区；以及专

款支持以促进投资和运营。这一概念自 1960 年代以来进一

步延伸，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墨西哥，1964 年的边境加工

① 本节大量借鉴了笔者（2011）著作中克劳德·白萨克（Claude Baissac）概述的开发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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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引发了开发区作为区域发展工具的概念（这是专门针对

和美国接壤地区的）。到1974年，注册的边境加工区有455个，
共雇用 76 000名工人。今天，这些数据已经增长了 10倍以上。

波多黎各、爱尔兰和墨西哥的创新代表了开发区概念的

一个关键演进路径。

 ● 波多黎各政府率先推出优惠促销的工业建筑。该岛并

不需要特定的工业区，而是选择一个分散的发展模式。

 ● 爱尔兰发展包装出口加工区，通过将各种之前毫无关

联的或者只是松散关联的部门组织到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地理

位置，从而产生大且集中的经济影响。

 ● 墨西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引入了一套不一样的规

则，为组装工厂服务，并且限制投资，只有其本国境内的某

些工业园区有资格获得投资。墨西哥还引入了早期的私营参

与者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如合同制定和庇护计划①。

 ● 这些计划都是在互惠互利的贸易体系中进行，适用于

国家或企业层面，从而创造持续投资和运营的效率收益。

发展中国家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重视作为经济

增长驱动的工业化。虽然进口替代通常是“大推动”（big 

push）发展战略的关键板块，但开发区则是另一个重要板块。

出口加工区开始激增，尤其是在亚洲地区。1965 年中国台

湾和印度分别在高雄和坎德拉建立了它们的第一个开发区。

1969 年和 1971 年台湾地区又增设了楠梓开发区和台中开发

区。1973 年，印度增设了圣克鲁斯开发区。1971 年，韩国

在马山建立了第一个开发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泰国、新加坡和斯里兰卡都在这一时期发展了自己的开

发区。多数亚洲的出口加工区都明确支持出口导向型的工业。

许多地方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例如，韩国的马山

自由出口区通过吸引外商来互补国内经济从而支持本国的工

业化。投资标准是严格的，这个开发区起初很小（10 hm2），

2000 年重建后一举成功，其所设公司对全国贸易顺差的贡

献率为 10%，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大部分原料的投入都

是通过国内供应链来实现的。

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开发区靠近槟城岛，于 1972 年开放。

它迅速吸引了美国的公司，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电子产品组

装厂。总的来说，1970 年代出口加工区每年增长 13.3%。到

1995 年开发区有超过 400 家企业；到 2003 年，开发区总共

雇佣了近 100 万名工人，其电器和电子行业排世界第三位，

大概有 10 万家服装和纺织工厂，其他行业（木材产品、食品、

橡胶等）也都有。马来西亚的电子工业从无到有，现在的半

导体产品约占世界总量的 10%。

在这段时间里，拉丁美洲的出口加工区也在迅速扩大，

它们成为各国经济从传统农业向制造业转变的主要策略。哥

伦比亚（起初是自由贸易区）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是早期这样

做的国家。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区是直接从传统农业发展来的，美

国财团海湾和西部公司于 1968 年购买了甘蔗种植园和多米

尼加共和国中央罗马港最大的糖厂。为了避免糖厂工人工资

需求不可持续，公司决定在糖厂附近建立一个工业自由区，

以便为这些工人的妻子和家人提供就业机会，并且将这些流

失的劳动力吸收为现代化糖厂的一部分。海湾和西部公司游

说政府来支持这些激励措施。为了启动开发区，海湾和西部

公司将一些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子公司转移到了该地区。许多

美国企业纷纷效仿，在拉罗马纳区建立装配厂。结果令人振

奋。在短期内，当地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就业增长。1970
年代初，圣佩德罗和圣地亚哥的城镇也依赖其农产品（糖、

咖啡、烟草）游说政府建立自己的自由区。1980 年代，政

府准许了这一请求，自由区大范围扩张的基础工作逐步展开，

改变了岛上的经济面貌。

1976 年的尼加拉瓜和牙买加，还有 1981 年的哥斯达黎

加建立了生产导向的出口加工区。1990 年代初，洪都拉斯和

萨尔瓦多等国利用与美国达成的新贸易协定和出口加工区在

轻工制造业（主要是服装）上吸引大规模投资，雇佣了成千

上万的工人。哥斯达黎加成功吸引了英特尔的投资（Larrain, 

Lopez, Rodriguez-Clare, 2002; Delgado & Trejos, 2006）， 这是一

个通过出口加工区来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成功范例。

中东和北非最初选择开发保税区，其数量也在 1960 年

代和 1970 年代增加不少，特别是在埃及、以色列、约旦和

叙利亚，而只有突尼斯采用出口加工区模式来专注于制造业。

然而，到 1990 年代，通过保税区聚焦工业化在该地区占主

导，特别是约旦的许可工业区计划。虽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大多数国家在 1990 年代才开始开发区计划，但是同期的

一些国家较早采取了行动，如利比里亚（1970）、毛里求斯

（1971）和塞内加尔（1974）。毛里求斯是出口加工区加速

经济转型的另一个例子，从单一作物（糖）农业发展成一个

大型和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经济。

随着现代开发区模式的兴起，下一个大的转变是在中国。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开发区能像中国一样在国内和国际上具

有同样的影响力。第一个开发区设立于 1978 年，通过引进资

本和外国投资来重建整个经济。最初开发区建立在中国的沿海

地区（三个在广东省，一个在福建省），开发区的数量在 1980

① 庇护计划为生产协议，即外国公司支付当地庇护公司费用，以代表其从事关键活动：雇用劳动力、提供工厂空间、处理和地方当局的事务以及

税务等。但是生产仍由委托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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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和 1990 年代逐渐增加，覆盖了许多地区和城镇，并转移

到中国的核心地带。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中国成为世界

上较大的产品出口国和主要吸收外商投资的新兴经济体。开发

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79—1995 年，中国在广东的三

个开发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新兴市场的 7.2%，占中

国吸引外资总量的 18%。今天，中国有超过 200 多个不同类

型和规模的开发区，主要集中在商业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科

技园区等。中国是开发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范例，并正在全

球扩大其模式，并在世界各地投资“经济合作区”。

今天的我们该何去何从？由于缺乏有共识的定义和全面

规范的可靠数据，我们很难解释开发区的真实足迹和影响力。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Boyenge, 2007）公布的数据，全世界建

设开发区的国家数量从 1975 年的 25 个增长到 2007 年的 130
个，而世界范围内开发区的数量则从 1975 年的 79 个增加到

2007 年的超过 3 500 个，30 年间增长超过 4 000%。

过去 30 年，开发区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出口导向工业化

的成功助推部分归功于自上世纪 70 年开始并在 1990 年代

和 2000 年代加速发展的、前所未有的贸易和投资全球化。

1983—2008 年间，全球贸易增速比 GDP 增速快 85%。贸易

增长比 1983—2008 之间的 GDP 快 85%。这种增长主要得益

于制造业，特别是电子、汽车零部件、服装等轻工业部门的

生产由垂直和空间碎片化向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生产网络”

转变。尤其对那些具有低劳动力成本，规模经济，以及能够

优先进入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消费市场的国家，开发区由

于免税的投入、高质量和灵活的配套设施以及优惠的财政激

励措施，在吸引日益增长的外商投资以及加速工业化方面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若干原因，开发区促使某些国家的经济快

速增长的局面很可能已经结束。尽管贸易已经从 2008 年和

2009 年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明显复苏，但增长的轨迹远不及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而且，作为对经济危机以及长期战略趋

势的部分回应，主要的大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日益强化其

供应链，无论是供应商和生产地点，都在地理范围内限制了

以制造业为主的开发区的机会。

因此，对于尚未建立开发区的国家来说，全球生产网络

中传统的多样化目标和跨国装配活动，远非过去那样确定。

在劳动密集型成本优势缺失（如孟加拉和埃塞俄比亚）或规

模成本优势缺失（如中国）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需要设计

比开发区更复杂的策略以吸引跨国企业。已经建立开发区的

国家面临的挑战也许更严重。这些挑战在于如何保持竞争力。

这意味着如何在没有政治和道德保障而长期压榨实际工资的

情况下提高生产力并吸引高附加值活动的投资。但是，这正

是传统的开发区模式使各国失望的地方，它们常常建立一个

限制外部环境变化的内部激励环境。

3  开发区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3.1  合规和升级
传统意义上的开发区项目通常因为违背社会和环境可持

续性的准则而受到批评。这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开发区中大

型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比开发区以外的数以千计的小型国

内公司要活跃得多，因而开发区也吸引了更多的关注。随着

准则变成国际品牌不可或缺的条件，开发区可能会因为缺乏

支持和维护准则而导致越来越多的投资被冻结。与此相反，

那些支持高水准环境、社会和生活质量准则的开发区会发现

这些准则是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从开发区规划的角度来看，要在早期的决策阶段考虑合

规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开发区战略的宽泛性及形式。开发区

的项目要如何进行前瞻性思考呢？在规划的早期阶段，政府

可以考虑将开发区作为试点，建立更可持续的环境、劳动或

者社会环境。例如，孟加拉国将环境监测的创新项目放在出

口加工区作为试点，并在工会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引进了“劳

工顾问计划”。实际上，开发区为这样的政策实验提供了一

个理想的环境，不仅因为其飞地性质，还因为其自身具备的

激励和合规机制在其他地方更难执行 （例如能够发许可证，

在短期内就可以监控公司而不需要基础手续，以及吊销执照、

终止合约、或扣押一个集装箱等），这些都为创新方法的尝

试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最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必须要重视政府管理，以确保开发

区内公有或私人生产正常运营，开发区政府要认真履行监管

责任，建立严密的监督和执法制度。事实上法律和实际状况

之间会有一定差距，特别是执法，它是导致工人及环境无法

受到保护的罪魁祸首。

除了合规，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开发区进入全球制造供

应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超出基础低价、低工资的价值链活

动。与全球领先企业距离较远的国家，尤其是对非洲、南亚

和东南亚的一些国来来说，距离增加了协调成本并限制了非

公开技术的交流（对技术的溢出至关重要）。对于缺乏国内

供应链规模的小国来说，挑战更为复杂。事实上，在许多方

面，开发区模式的飞地属性是升级的重大障碍。克服这种模

式下强加的制约因素成为建立新开发区和运营现有开发区的

当务之急。

3.2  整合国内供应链
如果开发区能够成功地吸引新的企业，它们就会在当地

经济承上启下方面发挥潜在的动态优势。但是溢出效应则远

远不能得到保证。实际上，长期以来开发区的外国投资者与

本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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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的供应商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全世界开发区项目的一

个主要挑战，尤其是像服装业那样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且不

受约束的行业。国际经验的评估强调了供应链在推动开发区

成功中的重要性（Kingombe & te Velde, 2013; Farole, 2011）。
这种联系能够确保当地市场的整合，促进知识转让，从而支

持区域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

重大贡献。这一点得到了开发区项目经验评估的支持（Warr, 

1989），表明当地方的中间投入对开发区公司的贡献有限时，

促进就业就成为开发区对本国经济的唯一重要作用。

在考虑促进更深层次联系的政策时，首先要了解开发区

作为一种政策工具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

开发区的存在，例如部门性质、贸易政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

这三者在相互关联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前两个因素，

低收入国家开发区的大部分投资仍然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

型行业如纺织品和服装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是通过区域

贸易协定或贸易计划驱动的，如 AGOA（美国）和 EBA（欧

盟）。就服装而言，这些优惠贸易协议多数都带有偏见性地

反对利用当地供应，因为这些协议的关键条款是出口商能够

从该区域以外获得供应并维持优惠的利率。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采购决策通常不是由本地企

业决定而是由总部决定的，或者直接由购买者决定（全球品

牌或零售商）。这不仅存在于服装业，而且存在于其他行业，

如电子、汽车和服务等通过全球生产网络模式运营的行业。

研究发现，开发区中食品和饮料行业对国内经济的投入比服

装企业要高一倍（Farole, 2011）。
至于供给政策，有几个因素影响本地供应链的发展，这

些因素与开发区本身并无多少关系。一个明显的因素是很多

低收入国家本土生产规模不足。市场小也影响了当地经济中

货物和服务的范围。事实上，很多有关外国投资者的调查显

示，缺乏现有的本地供应商是在本地采购的最大障碍。而当

地的供应商往往不能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或者无法达到国际

投资者所要求的质量、价格和可靠性等条件。

然而，政府的决策对开发区和国内经济之间是否以及如

何发挥发生溢出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政府积极促进知识和技

术传播以及与国内企业的后向联系，可能会有更好的成效。

例如，中国、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家成功地利用其

他政策支持开发区建立起本地供应链。韩国的主要开发区，

1971 年的时候国内企业只向外国企业提供了 3% 的供应，4
年后增加到 25%，又过了几年它们的份额飙升到近 50%。因

此，开发区供应链奇迹般地间接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就业率。

在中美洲（如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非

洲地区（莱索托、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常见的低附加值出

口加工模式中，几乎所有的就业机会都由开发区内部创造，

而供应链几乎与当地经济不相关。最近有关非洲开发区服装

投资的研究显示（Farole & Winkler, 2015），高达 95% 的非

劳动和公用事业投入都是进口的，而当地的供应链仅限于提

供一些低价服务，如安保、餐饮和一些基本的交通运输。

开发区同时也是建立正式合作项目的理想场所，有如下

几个原因。首先，开发区通常能够获得大量的特殊激励政策，

因此有义务积极促进合作。其次，开发区与投资促进机构的

联系比较密切，这些机构通常主导运行联动计划。第三，投

资者（很多来自同一部门）在地域上聚集更有可能产生规模

效应，让溢出成为可能。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溢出效应

的示范效果更为显著。

3.3  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
仅仅专注于制造业的地区无法利用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

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发展最快的投资部分是全

球开发区中的服务业，包括呼叫中心和商业流程外包业务、

金融服务和物流，一些大型开发区甚至开始被用于开发还处

于待开发状态的旅游资源。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来看，服务业

也是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之后的下一个发展方向。在这种背

景下，开发区作为结构转型的催化剂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像

毛里求斯这样利用开发区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的先驱国家之

一，在过去的十年里又试图利用这种模式再次把经济转向金

融服务业和信息通信技术。全世界的国家都在用类似开发区

的模式来进行科学、创新和 IT 产业园等知识密集型活动。

但即使是“传统”制造业，也越来越依赖于获得多样化

的高价值、竞争性的服务业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由于生产的知识密集程度和信息通信技术日益重要

而模糊了产品（制造）和服务之间的区别造成的。它还直接

与全球价值链中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联系在一起，后者属于交

易密集型，需要更大的物流、金融、法律和商业投入。最近

有关南非汽车行业（World Bank, 2016）的研究表明，汽车

制造业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三个间接工作岗位是通过后向

联系产生的，而几乎所有这些工作岗位都来自于交通、物流

和商业服务。

传统的出口加工区法律框架通常对公司的投资和表现设

定了固定的规则，但已被证明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制造业和

服务业一体化的环境。在开发区环境中促进产品和服务一体

化需要打破区域“飞地”与国内经济之间传统壁垒的模式。

结果就是传统的以简单加工为主的出口加工型工业园区已经

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的灵活

模式也正在常态化。但可能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与服务的结

合，使得国内经济与开发区之间的融合更加引人注目。这是

因为公司需要具备的竞争力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供应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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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够接触到专业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更不用说工人）的

网络——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是整个本土供应商和创新生态系

统。这突出表明了开发区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特别是开

发区从城市群获得好处的需求日益增加。

3.4  开发区与城市一体化
供应链的联系和服务获取对开发区有重要的空间影响。

制造业供应链的溢出往往集中在两种类型的联系——首先是

关键产品供应中强大的产业内在联系；其次是战略服务的联

系。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在大多数行业中，产业内在联系通

常表现在空间的高度聚集方面。由于这些聚集通过产业外部

性而出现，所以不需要集中在大都市地区，虽然它们往往如

此。但日益重要的支持型服务业放大了城市的重要性，因此

通常这些行业还是集中在城市地区。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

高价值的服务部门都集中在城市里，而且通常都在最大的都

市圈里。

城市为大型劳动密集型的开发区提供了许多成功的关

键要素，其中包括进入深层的和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获得

专业供应商和商业服务的渠道、国家和全球市场的连通性以

及获得优质的社会基础设施（如健康和教育）和文化设施

（Farole, Kilroy & Norman, 2015）。国际经验证明了在核心地

区和关键门户地区的基础设施（海港、机场）周边的开发区

通常都比较繁荣。虽然大多数有开发区项目的国家都试图用

它来刺激对周边地区的投资，但大部分的开发区投资仍集中

在城市周围。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和土耳其等国对开发

区的投资高度集中则证明了这一点。上述讨论的趋势表明未

来城市成为开发区的选址会更加重要。与此同时，全球大部

分城市的交通拥堵和土地供应的不足给开发区与城市一体化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传统上，工业园区和工业地产（包括广泛的土地利用专

业化，如区划工业区）都已被整合到大都市区的核心地区，

大中型制造业的选址、技术变革、全球化生产战略等方面对

城市工业用地的影响显著（Robbins, 2015）。许多中高收入

国家大规模的综合制造业的衰落、全球市场的出现、围绕全

球价值链的生产以及向技术和服务密集型活动的转移改变了

对工业用地的需求。开发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

趋势，包括集群需求的增加、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联

系全球市场的重视。随着（至少意识到）建设开发区作为飞

地环境的专用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的需求，人们开始关注大

规模的开发和大自然中的绿地。

这意味着位于大城市的开发区通常是在城市边缘地区开

发的，那里的土地便宜还可以大片集聚起来，并且能连接到

更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尤其是）国际门户，从而达到最高的

效率。有结果表明成功的开发区通常有助于就业郊区化，还

有随着供应商寻求同一地点以及工人寻求住房和消费场所

（零售和商业）而出现新的“边缘城市”。一项对中国八个

城市的 120 个开发区的研究显示，距相应城市中央商务区平

均 25 km 区域的住房（和房价）、商业活动和就业（以及生

产力）发展迅猛（Zheng et al., 2015）。
在实践中，无论开发区周边的城市是否存在“正确的”

预期定位模型，这个位置将取决于现有或计划中的基础设施

以及适建土地是否可以供给。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定

位在大都市地区的什么位置，而是如何将这些地区纳入空间

和经济发展规划的环境之中以确保它们与产品和劳动力市场

的有效连接。这通常需要与城市（地方政府）官员、私营企

业以及领导开发区项目发展的当局密切合作。具体来说，为

了确保开发区与当地和区域经济的有效衔接，需要合理的规

划使其与关键的市政和区域基础设施有效连接和协调，最重

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和给排水等设施。

最后，开发区和城市一体化要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

因此开发区需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或许应当考虑

如何有效地在分散的“网络”模式中建设开发区。在这样一

个模式中，开发区的企业和相关的支持服务业企业可以实现

无形的联系，这将回溯到最早的“非连续”或“单一工厂”

的开发区模式。极端地说，这一模式可能是全球性的，并会

引爆区域集聚这个基本概念。实际上，至少现在这是不切实

际和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未来几年，企业的空间邻近可

能比以往企业间的竞争更重要。因此，眼下这种模式应主要

考虑在大都市区应对土地使用和成本方面的挑战，而在接下

来的 50 年中如何演变无人可知。

参考文献

[1] ARCE-ALPAZAR G, MONGE-GONZÁLEZ R, ROSALES-TIJERINO J.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the free trade zone system: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osta Rica. OAS Trade,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Studies (January). Washington, DC: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2005.

[2] BOYENGE JPS. ILO database o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revised. ILO: 
Geneva, 2007.

[3] CHEN J. Social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China’s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1993, 11(3): 261-71.

[4] COLLIER P, PAGE J.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9[R]. Vienna: 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2009.

[5] COMBES P, DURANTON G. Labour pooling, labour poaching and spatial 
clustering[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6, 36 (1): 1-28.

[6] DELGADO, FÉLIX, ALBERTO Trejos. Intel: Estudio de Impacto 
Económico en Costa Rica. CEFSA, San José, Costa Rica, 2006. 

[7] FAROLE T.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1.

[8] FAROLE T, KILROY A, NORMAN M.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and 
cities: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benefit in South Africa.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4.

[9] FAROLE T, WINKLER D. Mak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k for Sub-

本期主题 



15 2018 Vol.33, No.2国际城市规划

托马斯·法罗尔    开发区和工业化：历史、近期发展和未来挑战

Saharan Africa: local spillovers and competitive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4.

[10] FI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erformance, lessons learned, and 
implications for zon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11] HAMADA K.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duty-free zon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4, 4(3): 225-41.

[12] JAYANTHAKUMARAN K. Benefit–cost appraisals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3, 21(1): 
51-65.

[13] KINGOMBE T, TE VELDE D 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the role of growth facilitation processes in Sub-
Saharan Africa. ODI for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3.

[14] LARRAÍN F, LÓPEZ-CALVA F, RODRÍGUEZ-CLARE A. Intel: a case 
stud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America[M] // FELIPE 
Larraín, 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merica, vol. I: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5] MADANI D. A review of the role and impact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D]. 
Working Paper, No. 22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9.

[16] OTTAVIANO G I P, PUGA D. 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The World Economy, Wiley 
Blackwell, 1998, 216: 707-731

[17] ROBBINS G. Searching for space in South Africa’s post-apartheid industrial 
policy. presentation to economies of regions learning network conference. 
Pretoria, October, 2015.

[18] RODRÍGUEZ-POSE A, CRESCENZI R. Mountains in a flat world: why 
proximity still matters for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 13: 371-388.

[19]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 
133-47.

[20] WARR P G. Expor t processing zones: the economics of enclave 
manufacturing[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989, 4(1): 65-88.

[21] World Bank. Factory Southern Africa? SACU in global value chains. 
Washington, DC, 2016.

[22] World Bank.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Policy and Research Series 20. 
Washington, DC, 1992.

[23] ZHENG S, SUN W, WU J et al. The birth of edge cities in China: 
measur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industrial parks[D].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37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本文校译：许玫）


